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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法》信义义务规则司法适用
“弱势”困境的实证分析

唐仪萱 刘琦

  摘要:裁判文书数据显示,《信托法》不仅在被援引总量和单独被援引数量上少于《合同法》,且在被援引位置上

也放在《合同法》后面,呈现出信义义务条款被《合同法》诚信条款取代、信义义务被视为合同义务、合同法免责条款

用于规避信义责任等现象,导致信托纠纷司法路径“合同法化”倾向、信义义务被弱化的问题。究其原因,既有理论

概念模糊、信托立法粗疏的因素,又有裁判思维惯性以及缺乏文化内生动力的影响。改变《信托法》信义义务规则

的司法“弱势”处境,尚需落实信义义务的立法确认,完善信义责任和免责规则,对司法识别进行多维强化并将信义

观念内化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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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信托契约论、合同审判思维等影响,“信托本质是一种合同关系”、“信托合同可以准用民法典委托合同

规则”等观点受到追捧①,从而导致《信托法》在司法实践中呈现出尴尬局面。《信托法》、信义义务在司法实

践中被《合同法》(包括《民法典》合同编和《合同法》的合同规则)②、合同诚信与合同义务等替代适用,信托纠

纷法律适用中合同法化倾向严重,由此带来信托立法目的落空、信托优势发挥受限、民事信托被忽视、司法裁

判混乱无序等问题。但信托不是合同,信义义务也不是合同义务,信托纠纷应首先适用《信托法》,《合同法》
只能居于次位。当前研究多从立法论视角提出信托制度的完善对策③,有关《信托法》的实证研究不足,即使

偶见些许个案研究,也甚少关注信义义务与信义义务规范。事实上,信义义务是信托关系的核心,是信托得

以实现的法律保障与伦理保障,彰显信义义务的法律规范是信托立法的重要部分,是《信托法》区别于他法的

关键。目前来看,基于《民法典》合同编对《合同法》规则的继受,《信托法》以及信义义务在《民法典》时期的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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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王利明《信托合同与委托合同的比较》,《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第26-27页。
《民法典》于2021年正式实施,截至2021年10月,“北大法宝”仅有1份信托纠纷裁判文书援引《民法典》,且因所涉法律事实均发生于《民法

典》实施前,最终并未适用《民法典》。因此,本文统计数据均来源于《合同法》。
学界多聚焦于《信托法》本身之不足并提出相应立法完善观点。参见:陈雪萍《论我国<信托法>对信托有效要件规定之完善———以英美信托

法信托有效设立的“三个确定性”要件为借鉴》,《政治与法律》2018年第8期,第134-149页;文杰《“三权分置”视阈下农地信托法律规则之

构建》,《法商研究》2019年第2期,第40-52页。



用情势与《合同法》时期相比未有明显变化,再加上《民法典》新增了遗嘱信托,因此,《民法典》时代《信托法》
信义义务规则的适用困境亟须改善。本文立足于信义义务,结合实证数据,对《信托法》司法适用“弱势”困境

的归因进行研究,从立法、司法、文化层面,探讨改革进路,以期发挥《信托法》信义义务规则的应有作用。
一 《合同法》对信托信义义务替代适用的情势严峻

(一)《合同法》在信托纠纷中的适用优势明显

截止到2021年10月,笔者在“北大法宝”司法数据库“信托纠纷”案由下,检索到适用《信托法》或《合同

法》的裁判文书(包括判决书和裁定书)数量为300份,其中单独适用《合同法》的裁判文书共计105份,占比

35%;单独适用《信托法》的裁判文书数量不足适用《合同法》的一半,仅47份,占比16%;同时适用《信托法》
与《合同法》的数量最多,共计148份,占比高达49%。在这148份裁判文书中,在“裁判依据”部分,《合同

法》排序位置优先于《信托法》的共计75份,占比超过一半,为51%;《信托法》排位优先于《合同法》的数量为

57份,占比38%。除此之外,还有9份裁判文书在“法院认为”部分援引《信托法》,但仅以《合同法》作为裁判

依据①,6份仅在“法院认为”部分援引两法且《合同法》优先②,还有1份不认为是信托纠纷③。可以看出,在
信托纠纷中,相比单独适用,法院更热衷于两法并用。而单独适用时,法院往往更愿意适用《合同法》来处理

信托纠纷。总之,就《信托法》与《合同法》的整体适用情况而言,《信托法》不仅在被援引总量和单独被援引数

量上少于《合同法》,且在被援引位置上也放在《合同法》后面。此结论也与学界之前的实证研究结果一致④。
因此,可以看出,《信托法》司法“弱势”地位确实存在。由此引发的疑问是,此种 “弱势”现象是否是以《合同

法》弥补《信托法》立法不足的无奈之举? 笔者进一步对《合同法》在信托纠纷中被高频援引的条文展开分析。
不得不承认,部分法院选择适用《合同法》确是基于《信托法》规则缺失的无奈之举。比如,就受托人责任

承担与救济方式而言,《信托法》仅在第二十二条授予委托人撤销权,在第二十五条进行了原则性规定等,缺
乏对受托人责任承担的具体规定。再比如,《信托法》亦未对信托免责条款效力问题进行规定。在“××信托

有限责任公司等营业信托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中就写有“×××与××信托公司签订的《信托合同》并未就

上述具体违约行为应当承担的责任进行明确约定,《信托法》中亦无关于案涉违反信托受托人义务情形应承

担责任的特别规定”的表述,最后法院不得不选择援引《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三条(《民法典》第二百二十四条)
进行裁判⑤。同样的情形还出现在“×××与××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等营业信托纠纷”的判决书中⑥。但是,
立法不足是否就是造成《信托法》信义规范适用“弱势”的唯一因素呢? 如表1所示,在信托纠纷案由下,适用

率较高的《合同法》条文有第八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

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二十五条⑦。其中,第八条、第六十条和第一百零七条这类一般性规定的适用率最高,而
《信托法》中均有与之类似的规定,比如《信托法》第五条、第二十五条。这表明,《信托法》的立法缺陷可能并

非影响法院选择的唯一因素,否则援引率较高的条款应该是《信托法》中未明确规定但是《合同法》中有所涉

及的义务履行、责任承担等相关条款,而非《信托法》与《合同法》相似的一般性规定。学界所主张的准用《合
同法》规则以应对《信托法》立法不足之法律适用困境的对策措施⑧,并未在司法实践中得到直接证明。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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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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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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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⑧

上海金融法院(2018)沪74民初391号民事判决书、上海金融法院(2018)沪74民初239号民事判决书、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8)沪

0115民初89308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5民初15719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5民

初15707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5民初11766号民事判决书、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2018)渝0103民初26333
号民事判决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7)新民初1号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终664号民事判决书。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川民申3847号民事裁定书、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川民申3851号民事裁定书、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9)川民申3849号民事裁定书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川民申3848号民事裁定书、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川民申3850号民事

裁定书、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川民申3852号民事裁定书。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2020)豫0303民初5559号民事判决书。
杨秋宇《<信托法>合同法化适用倾向及其应对》,《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第69-70页。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3民终13860号民事判决书。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2民初38183号民事判决书。
导致《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第四十四条以及第一百二十五条使用率高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系列案件”对于数量统计的影响,此处“系列案件”
主要指法院集中上传同一诉讼内容、同类诉讼请求、一方当事人众多的一批案件。
王利明《信托合同与委托合同的比较》,《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第32页。



此,《信托法》的立法不足不能作为解释法院信托纠纷解决机制合同法化倾向严重的唯一因素,还需继续挖掘

其他原因。
表1 信托纠纷中《合同法》援引率情况

信托纠纷中援引《合同法》作为“裁判依据”的文书共168份,援引率较高的8个条文①

序号 条文编号 内容 援引数量(份) 比例

1 第八条 依合同履行义务原则 82 49%

2 第一百零七条 违约责任 67 40%

3 第六十条 全面履行和依诚实信用原则履行 56 33%

4 第一百一十三条 损害赔偿的范围 32 19%

5 第一百一十四条 违约金 27 16%

6 第一百二十五条 合同的解释 27 16%

7 第四十二条 缔约过失责任 24 14%

8 第四十四条 合同的生效 22 13%

  (二)信义义务的合同法化倾向严重

1.信义义务条款被合同法诚信条款取代

考量《信托法》的司法适用现状,离不开对信义义务条款的实证分析。作为信托关系核心的信义义务,所
体现的“诚实”与“信任”是信托制度蕴含的基本思想②。我国立法也存在将诚信、忠实与勤勉并列的做法。
在价值理解上,可以将信义义务,尤其是注意义务类比诚实信用原则③。《合同法》第六条(《民法典》第七

条)、第六十条(《民法典》第五百零九条)、《信托法》第五条、第二十五条均对诚实信用原则作了规定,其中《信
托法》第二十五条亦是信义义务的总括性条款。因此,本文在两法相似规范中选择最能体现信托基本思想的

诚实信用原则条款的被援引情况进行统计分析。
在“信托纠纷”案由下,检索到援引诚实信用原则条款的裁判文书共116份,其中,援引《合同法》第六十

条的裁判文书共计56份,占比48%,援引《合同法》第六条的为20份,占比17%,两者共计占比65%;而援引

《信托法》第五条的裁判文书为28份,占比24%,援引《信托法》第二十五条为11份,占比10%,共计占比

34%;除此之外,还有1份援引《民法通则》第四条诚信原则。可以看出,即使《信托法》有直接规定,法院也更

愿选择《合同法》的规定④。但是,合同诚信与信义义务两者并不等同,法院如此援引《合同法》第六条有法律

适用错误之嫌。

2.信义义务被视为合同义务

如后文所述,信义义务作为《信托法》的道德基础和规范力量,有别于合同义务⑤。但在我国司法实践

中,存在不少错误理解信义义务与合同义务的情形,甚至以合同义务取代信义义务。例如,在“山东省××信

托股份有限公司、×××信托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一案中⑥,法院就通过对最能体现信义义务的《信托

法》第二十五条说理,得出“故原审依据上述事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所作出

的判决适用法律并无不当”的结论。可以看出,在实践中部分法官未能将信义义务与合同义务清楚区分,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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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此处《合同法》中的8个条文按援引率由高到低依次对应《民法典》第四百六十五条、第五百七十七条、第五百零九条、第五百八十四条、第五

百八十五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五百条以及第五百零二条。其中,除《民法典》五百七十七条对《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原文保留外,其余7
个条文均有一定程度的修改,但基本内容未发生实质变化。因此,可以预见的是,若不采取措施,《民法典》时代信托纠纷合同规则适用“强
势”问题依然存在。
能见善久《现代信托法》,赵廉慧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
徐化耿《信义义务的一般理论及其在中国法上的展开》,《中外法学》2020年第6期,第1582页。
参见: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豫03民初135号民事判决书、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法院(2015)益赫民二初字第1614号民事

判决书、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4)朝民初字第1745号民事判决书等。
孙弘儒《受托人信义义务的弱化及其反思》,《法治社会》2020年第6期,第109页。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鲁民申8571号民事裁定书。



者即使知道两者存在差异,也更愿意将信义义务视作合同义务而便宜行事。若不加限制,信义义务或将被合

同义务“吞噬”。
事实上,信义义务作为信托关系的核心,具有履行的高标准与严格性。若不能将其与合同义务进行区

分,那么信托制度得以持续发展的优越性可能会丧失,信托制度强大而鲜活的生命力或将丧失。

3.《合同法》免责条款规则被用以规避信义责任

信托免责条款为受托人逃避信义义务与法律责任开辟了“绿色通道”①。信托契约论者视信义义务为任

意性规范,在此基础上,限缩受托人义务、扩大受托人权利成为弱化信义义务的他种置换形式②。我国当前

并未对信托免责条款效力予以规定,因而在司法实践中,通常援引《合同法》第五十三条认定信托的免责条款

效力。换句话说,在信托纠纷实践中,只有故意和重大过失造成的损失才被视为无效豁免,而扩大受托人权

利,限缩受托人义务的规定则通常被认为是有效的基于意思自治的约定。在“×××与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营

业信托纠纷二审案中”③,法院仅对扩大受托人权利并限缩委托人权利的避险条款是否属于《合同法》规定

的格式条款进行认定,若被认定为非格式条款,即认可该条款的效力,而对于免责条款内容是否违反信义义

务的强制性规定不作过多审查。这种直接援引《合同法》免责条款、不考虑信义义务的强制性的裁判思路,其
实是减弱了对受托人义务的归责,不利于信托目的的实现。

综上所述,在司法实践中,《信托法》被本应处于补充适用地位的《合同法》“越俎代庖”,尤其是作为衡平

法核心的信义义务,是实现信托价值安全与效率的平衡杠杆,在实践中却整体式微,适用频率不及诚信条款,
其本身也常被视作合同义务。可以说,《信托法》信义义务的司法适用不足、信托纠纷司法路径合同法化倾向

严重等问题对于信托制度的本土化发展埋下严重隐患,《合同法》对信托信义义务替代适用的情势在《民法

典》时代依然严峻,是《民法典》背景下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 《信托法》信义义务规则司法适用“弱势”的归因

(一)《合同法》思维的惯性

法院对受托人信义义务的履行和责任承担等问题倾向于适用《合同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合同法思维的

惯性使然。这种思维惯性的养成,既有《合同法》颁布时间早、合同纠纷体量大等外在因素,又有《信托法》在
我国有着特殊移植背景的内在因素。一方面,在英美法系,信托是先于合同产生的。而我国的信托制度晚于

合同制度诞生,《信托法》亦晚于《合同法》颁布。另一方面,实践中大量的合同纠纷案件使审判人员锻炼出一

套高效、实用的合同审判模式。“契约”、“意思自治”、“违约责任”等合同法思维逐渐固化,甚至对合同法治理

路径产生依赖。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21年10月,“北大法宝”数据库共收录870份被人民法院归为“信
托纠纷”案由的裁判文书。而仅2021年各级法院受理的一审民商事案件数量就超过1500万件,信托纠纷案

件的数量之少可见一斑。在此情形下,包括律师、法官在内的各方法律工作者对信托司法实务都相对生疏。
相较于不够了解的舶来制度,法院选择更为安全且熟悉的《合同法》规范作为治理路径就不难理解了。

但是,更值得思考的是,信托法审判思维为什么无法形成? 信义义务在信托实务中为什么不能得到广泛

的认可与适用? 信托文化以及信义观念的缺失是否才是《信托法》审判思维无法形成的内在动因呢? 关于此

点,是存在一定可能性的。衡平法是“信托之母”,衡平法理创造了信托概念,构筑了信托理念,可以说,没有

衡平法就没有信托的诞生。相应地,作为衡平法灵魂的信义义务,在缺乏衡平法土壤的法律体系中,势必继

受困难。法律移植从本质上看是不同法律文化之间接受与排斥、借鉴与学习的关系,因此存在着文化适应的

问题④。同时,法律文化具有民族性。法律的移植与继受并不是简单地对法律制度、法律规则的植入与镶

嵌,而是重视与传统文化、制度的协调互动、有机融合。信义观念作为来自英美法系的异质文化,大众对其认

可缺乏足够的文化心理支撑。信义义务在移植过程中未与我国传统文化有效衔接,没有形成中国法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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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广义上信托的免责条款主要分为四类:受托人法律责任的免除、义务的限制、权利的扩张以及从信托财产中获得补偿。狭义的免责条款主要

是指受托人法律责任的免除。参见:朱圆《论信托免责条款的法律效力》,《法学》2019年第9期,第44页。
孙弘儒《受托人信义义务的弱化及其反思》,《法治社会》2020年第6期,第110页。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0)京02民终7486号民事判决书。
李麒《法律移植与文化适应:基于非法证据排除的实践分析》,《政法论坛》2016年第5期,第117页。



体系良好继受的内核①,难以真正形成更广泛、更深入的文化传播力。因此,从文化角度出发,这或许是司法

审判机关更愿意适用《合同法》与契约诚信而非《信托法》与信义义务的原因之一。
(二)相似概念边界的模糊

1.信义义务与合同义务

为什么法院在处理信托纠纷时更多地适用《合同法》? 一个重要原因是未能厘清信托与合同②,尤其是

信义义务与合同义务的关系。不可否认,“信托契约论”在某种程度上对于营业信托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契约自由”、“意思自治”等思想对于信托权利义务的确定起到有力的支撑作用。但是,法律不应过度追求简

单化和功利性,毕竟,法律不是简单的理性塑造结果,而是萌芽于特定的历史与民族生活之中。因此,在对

《信托法》的移植中,必须认识到并承认信托并非合同的前提③。在此基础上,辨明信义义务与合同义务对于

改善《信托法》与信义义务规则的司法适用困境具有正本清源的作用。
我国的信托制度晚于合同制度诞生,受大陆法系的立法学说影响,信义义务的传播广度与理解深度都远

低于合同义务,甚至出现前文所述的信义义务被视作合同义务的情形。事实上,两者绝不等同。其一,两者

的标准与要求不同。信义义务强调利他,而合同奉行利己。合同当事人不需要刻意促进相对人利益,也不需

要以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样标准维护相对人利益。信义义务的受托人则可能为了信托的顺利履行承担额外

的、没有预料到的负担④。信义义务高标准的道德要求是支撑典型信托形象的坚固力量。其二,义务发生的

根据不同。有人坚持信义义务的合同路径是因为信义义务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通过合同加以修改,并由此得

出“信义义务必然是合同(合意)的产物”的结论,但该观点明显存在漏洞,是合同分析方法的扩大化。一项义

务可以通过当事方的合意加以修正,并没有表明它是如何产生的。就如侵权法中的注意义务能够被合同加

以修改、排除,但并不代表该注意义务是由合意产生⑤。因此,受托人的义务虽然可以通过合同约定,但是需

要法定标准来衡量。信义义务本质是法定义务,是不可减免的核心义务⑥。我国《信托法》第二十五条规定

的忠实义务、第二十九条规定的分别管理义务、第三十条规定的亲自执行义务等均为法定义务。与此相对,
合同义务主要表现为约定义务,在充分尊重意思自治的原则下,当事人可以约定任何不被法律、行政法规禁

止的权利、义务内容。

2.违信责任与违约责任

违信责任,也称为信义责任,是信义义务的当然延伸,是信义义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对信义义务

与合同义务两者的区别探讨不能忽视违反义务所招致的责任。首先,两者的归责原则不同。原则上,违约责

任属于无过错责任,而信义责任属于过错责任。信托受托人可以通过证明其对信托财产的损失不具有过错,
从而免于承担相应责任。其次,两者的救济方式不同。信托责任的救济方式不仅包含损害赔偿、恢复原状等

违反合同义务也具有的救济方式,还包含更为独特的违反禁止获利规则时的归入权救济,即《信托法》第二十

六条第二款的规定。不以损害发生为前提、以利益取得为基础的归入权,在处理“利益”大于“损失”的情形

上,能够一扫传统民法规则的无力感。可以说,这种更为“严苛”的新型救济方式是对信义义务更高要求与标

准的责任反馈,同时也彰显了信义义务与合同义务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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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王莹莹《信义义务的传统逻辑与现代建构》,《法学论坛》2019年第6期,第28页。
信托与合同的区别主要有以下六点:一是功能不同,在由合同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中,债务人以其全部财产作为责任财产,担保债的履行,而
信托则实现了资产隔离功能,信托财产具有独立性;二是义务标准不同,相较于合同义务,信义义务有更高的道德要求;三是救济方式不同,
返还获利是违反信义义务的独特救济方式;四是法律构造不同,合同是关于双方当事人的协议,强调合同的相对性,而他益信托存在三方当

事人,不符合合同构造,并且,《信托法》以强制性规定为主,而《合同法》以任意性规定为主;五是对价支付要求不同,除了营业信托外,民事信

托并不需要支付合同意义上的对价;六是对财产的转移要求不同,典型信托的特征之一便是信托财产的转移,而合同对财产是否转移不作要

求,甚至合同内容可与财产无关。我国《信托法》虽然使用了“委托给”的表述,但结合全文分析,依然表达了信托财产转移的意思。参见:张
淳《信托合同论———来自信托法适用角度的审视》,《中国法学》2004年第3期,第95页。
周小明《信托制度的比较法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96页。
陶伟腾《基金托管人之义务属性辨析:信义义务抑或合同义务?》,《南方金融》2019年第10期,第94页。
陶伟腾《信义义务的一般理论研究》,华东政法大学2020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03页。
部分信义义务规则的具体要求与内容不够清晰,当事人可以通过约定方式予以明晰,但该约定不能突破信义义务的本质,不能随意以及无限

度地削减。参见:赵廉慧《作为民法特别法的信托法》,《理论前沿》2021年第1期,第73-74页。



3.信义义务与合同诚信

除上述区别以外,信义义务与合同诚信的边界模糊对于《信托法》信义规则司法“弱势”有重要影响。发

端于英美的信义义务是衡平法的灵魂,起源于大陆法系的诚实信用原则,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衡平性,因为

衡平强调的是一种诚信、公正与良心的法律理念,良心与正义是其内核①。正是由于两者之间存在的这种相

似性,实务中才出现选择《合同法》中的诚信原则,而非《信托法》上的信义义务的情形。
但是,认同相似性并不意味着对差异的忽视,两者之间的区别主要体现为以下三点。其一,态度倾向不

同。合同法中的诚信是一种契约诚信,主要强调的是在交易中,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情形下追求自身利益的

最大化。而信义义务的核心———忠实义务可以分为积极义务和消极义务两方面。积极义务经历了由“唯一

利益”向“最佳利益”的学说转变②;消极义务则强调受托人不能与受益人的利益发生冲突③。合同诚信与信

义义务相比,前者强调“不打扰他人”,后者强调“为他人服务”;前者相对消极,后者更为积极主动。其二,注
意程度不同。信义义务的谨慎义务要求受托人以“善良家父”的标准办理信托事务。而体现合同诚信的注意

义务则仅是以一般人应在交易中所具有的注意能力为限。信义义务对受托人的要求明显比合同诚信要求更

高。其三,信任基础不同。信义义务蕴含的信任更多的是普遍信任,而合同诚信所蕴含的信任则更多的是对

法律强制力的信任,即系统信任④。两相比较,信义义务对信任要求更高。
(三)信义义务规范粗疏

法律始终以其规范清晰的表现形式引导人们的行为,从而促进社会秩序的构建。我国信托立法存在相

关规定内在混乱、信义义务及违信责任规则缺失的现状,因此,无论其立法初衷如何,都必然导致法律指导功

能的弱化。即使信托立法不足并非《信托法》信义义务规则司法适用“弱势”的最主要原因,不可否认的是,信
托立法粗疏也是信托司法困境出现的原因之一。

1.我国立法并未对“信义义务”等规范术语进行确认

虽然部分学者认为《信托法》以列举的方式对信义义务进行了确认,但是这只能说明少量条款满足信义

义务的内涵要求。《信托法》事实上并未使用“信义义务”、“忠实义务”等术语⑤。规范术语的立法缺位,在某

种程度上增加了信义义务与合同义务、合同诚信之间的区分难度,致使信义义务在司法实践中也处于沉默状

态。

2.我国信义义务的法律条款规定存在逻辑主次不分、法律性质不明、轮廓和内涵模糊不清等问题⑥

信义义务的概念和内涵并未得到明确界定。忠实义务与注意义务两者关系的联结与区别亦未体现,致
使信义义务整体呈现碎片化、逻辑性弱等特点。

3.《信托法》对信义义务和违信责任的具体规则设计不足

相较于英美法国家信义规范的成熟与丰富,我国体现信义义务的法律条款数量少且分散。《信托法》中
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是对忠实义务的体现,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三

条、第三十四条、第五十八条则归属注意义务的范畴⑦。其中,不少信义义务规则设计目前还停留在框架阶

段,缺少实质内容的填充⑧。例如,作为信义义务之一的告知义务,是对委托人知情权的法律保障,能有效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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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薛张敏敏《衡平法“良心”司法传统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一种基于近现代衡平司法风格的观察》,《河北法学》第2017年第8期,第136页。
“唯一利益”的意思是受托人只能以受益人的利益为唯一的利益,“最佳利益”是指受托人的行为必须符合受益人的最大利益。参见:徐化耿

《信义义务的一般理论及其在中国法上的展开》,《中外法学》2020年第6期,第1577-1578页。

TamarFrankel FiduciaryLaw NewYork OxfordUniversityPress 2011  108.
普遍信任是指对他者、对一般社会、对天下人的信任;系统信任是指对法律系统、制度系统、规则系统的信任,本质上是对社会秩序的信任。
参见:季卫东《法治与普遍信任———关于中国秩序原理重构的法社会学视角》,《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2006年第1期,第158页。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中有使用“忠
实义务”、“勤勉义务”法律术语,被普遍认为这是信义义务在《公司法》上的体现。
王莹莹《信义义务的传统逻辑与现代建构》,《法学论坛》2019年第6期,第28页。
周小明 《信托制度:法理与实务》,中国法制出版社2016年版,第277页。
田丰雷《论我国信托受托人告知义务的立法完善———以美国<统一信托法>为鉴》,福州大学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0页。



少受托人利用信息优势所导致信托关系中受托人权利义务不相匹配、受益人利益受损的结果发生①。《信托

法》第三十三条对告知义务予以规定,但是其中不乏问题,比如,对记录的详略规定不明确以及每年一次的报

告义务能否突破? 同时,《信托法》缺乏对违信责任的具体规定,脱离责任束缚的权力将被滥用,没有规定对

应责任承担的义务形同虚设。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为了追求权利义务一致的实质公平,不得不求助于《合同

法》等,由此加剧了《信托法》信义义务规则司法适用的困境。

4.对信托免责条款效力问题未作规定

学界普遍认为,扩大受托人权利、限制受托人义务的条款属于广义的信托豁免条款,实质是转嫁违反信

托的风险。那么,“跛脚”的信义义务还能否发挥最佳作用呢? 对于扩大受托人权利的免责条款,若不加限

制,拥有完全自主权的受托人则更像是合同当事人,而非信托当事人,常见于“受托人可以他认为合适的方式

管理信托财产,拥有绝对的自主权”这类表述②。免除或者限制受托人责任的条款,则从减损受益人救济途

径的角度对信义义务的实际作用进行约束,例如“受托人不因其不当的行为承担责任,除非是故意损害委托

人利益”③。信托的实质是保障受益人利益获得,若是不对受托人违反信托行为进行法律限制,而是完全遵

循《合同法》的意思自治,则相当于不存在信义义务,信托名存实亡。
总之,合同法审判思维的固化、相似概念之间的混淆以及信托立法本身的粗疏共同导致了《信托法》信义

义务规则在司法适用中的“弱势”。然而,在“信托契约论”观点的影响之下,在实践中对此出现了“不置可否”
甚至“任意处之”的声音。这既是对信托立法指引功能的否定,也是对信托制度本质的忽视。《信托法》作为

信托专门立法,有其发挥指引信托行为、指导信托裁判的作用,其中所蕴含的信义义务规则也是信托制度的

核心要义,是对信托信任关系的回应与保障。功利地追求便宜与效率,忽视不同法律、不同制度的差异,不可

避免地会导致司法不公现象的出现:不同法律关系的错误认定,委托人、受益人因被降低标准的“信义义务”
遭受损害,受托人却从宽松的义务标准下逃脱责任,等等。因此,面对《信托法》信义义务规则的“弱势”困境,
消极漠视绝不是正确的态度,积极探索改善路径才是应取之道。

三 《信托法》信义义务规则司法适用“弱势”格局的改善策略

以信义义务为原点的改革进路,是扭转《信托法》司法适用弱势地位的应有之义。
(一)信义规范的立法强化

1.信义义务规范的精细化

第一,《信托法》对“信义义务”规范术语的确认。对信义义务术语的立法确认,能够为审判指明信义义务

的独特地位与价值,提醒其对信义义务与其他义务、原则的区分,避免法律适用错误,损害当事人利益,导致

司法不公。
第二,完善信义义务规则设计以及责任承担方式。我国《信托法》中虽然对受托人的各项义务进行了规

定,但多是框架建构,还有较大的解释空间。一方面,要完善信义义务规则设计。随着信托业的发展以及立

法技术的提升,对信义义务进行精细化规则设计以期减少司法的不确定性具有重要意义。以前文所述的《信
托法》第三十三条为例,虽然我国《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对信托公司的告知义务进行了更为

具体详实的规定,但该办法仅针对信托公司设立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因此,在此基础上,可以参考美国《统
一信托法》④,确立受托人积极履行告知义务的原则,在“每年定期”的基础上,增加适时告知、必要告知、主动

告知等内容。同时,应对受托人记录内容进行细化。对于能够反映受托人关于账户收入、支出、向受益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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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受托人权力”是指受托人依照信托文件或根据信托目的在信托财产管理、信托事务处理及投资等事项上所享有的权限。权限是法律所确认

的当事人意思范围,与权利相近,但未达到权利的程度。参见:于朝印《信托合同视阈下的信托受托人权力》,《东岳论丛》2017年第4期,第

171页。
在StaceyV.Brach案中,信托文件中含有“管理信托财产的完整权利,如同他拥有绝对的自主权一样,以他认为合适的方式管理信托财产”
的表述。参见:朱圆《论信托免责条款的法律效力》,《法学》2019年第9期,第44页。
朱圆《论信托免责条款的法律效力》,《法学》2019年第9期,第44页。
美国《统一信托法》第八章第十三条详细规定了受托人告知义务的履行对象、履行时间、履行内容以及受益人的请求权等,“受托人应当使信

托的合格受益人合理获得信托管理的信息以及保护其权益所需的实质性事实。除非当时情形下受益人的要求不合理,否则受托人应当迅速

回应受益人提出的获得有关信托管理的信息的要求”。



配的情况以及信托财产的出售、购买和交换等信息应该详细记录;对于信托本金和信托收入之间的分配情况

应该及时披露等。另一方面,健全违反信义义务的责任承担方式。仍然以信义义务中的告知义务为例,信息

不对称可能带来“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的问题,不利于信托目的的最终实现①。权力的行使必须与责任

的承担紧密相连,有权无责的后果就是权力被滥用,也使法院在司法适用中不得不求助于其他法律法规。因

此,需明确受托人违反义务的责任方式。考虑到受托人可能未从违反前述义务中获利,因此信托特有的归入

权救济形式无法进行合理嵌入,此时传统的损害赔偿责任具有可采之处。建议增加“受托人违反前款规定的

义务的,按实际损失进行赔偿,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的类似罚则表述,建设困住权力的笼子。

2.无效免责条款识别的严格化

关于信托免责条款效力的认定问题,当前多数国家认为豁免“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法律责任的免责条款

无效②。分歧主要存在于豁免“一般过失”法律责任的免责条款是否有效。出于提高信托效率、增强信托活

力、减少服务障碍等目的,一些国家把“一般过失”法律责任的免责条款认定为有效。我国对于信托的免责条

款效力并未作出规定,学术界对此研究也寥寥无几。为了更好地解决实践中粗暴援引《合同法》免责条款、格
式条款等规定,立法应增加信托免责条款效力的规定。本文认为,结合我国信托特点,从信义义务的要求出

发,应将信托“一般过失”的免责条款认定为无效。
相较于英美法系成熟的信义义务规定,信义义务在中国本就先天不足。若是不对信托免责条款进行合

理限制,则脆弱的信义义务可能更难发展。在我国民法理论上,通常认为一般过失就足以否定当事人的诚

信、善意,轻微过失则不然③。据此,受托人的一般过失行为即是其主观缺乏诚信、善意瑕疵的体现。信托最

为重要的义务即是诚信、善意的管理义务④。信托不是合同,不能简单地将《合同法》对意思自治的重视推广

至信托领域。而且,正如前文所言,这里的“诚信”标准本就高于一般意义上的诚信,将信托免责条款的范围

拓展到一般过失,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信托的信任与合同诚信之间的程度差,与民事一般法仅将无效的财

产损害赔偿责任免责条款限于故意重大过失的立法宗旨相一致。因此,建议《信托法》增加对免责条款的规

定,并认定“一般过失”的免责条款无效。
除此之外,对于扩大受托人权利或者限缩受托人义务条款效力的认定,应该分为两种情况讨论。一是对

于宽泛性地扩大权利、限缩义务的条款,原则上应该否认其效力。一方面是因为可能存在信息不对称,委托

人并未完全理解宽泛性免责条款的含义与后果;另一方面是因为宽泛性免责条款会侵蚀并降低信义义务标

准,可能导致投机行为产生,降低信托制度价值⑤。二是针对具体权利义务的免责条款,对于非强制性义务

的免除条款原则上应认定为有效,但是,免责条款的内容需保证是清楚明确的,若存在多种理解时,应从最不

利于受托人逃避责任的角度进行解释。
(二)司法识别的二维强化

对信义规范司法适用地位的修正,应当建构以法院为轴心,横向引入专家辅助人,拓宽法院司法识别能

力的来源,纵向加深司法指导,深化法院司法识别能力建设的工作机制,全方位、多角度地提升审判的专业

性。

1.加强司法解释与案例指导工作

事实上,虽然立法修订能更为根本性地改变信托司法适用混乱的局面,但是构建完善的信托成文法道路

布满荆棘。信托原本是在判例法的基础之上发展而成的,将不同法系的冲突在信托成文法化的过程中巧妙

地化解,需要极高的立法技术。而在现实考量和时间成本双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下,由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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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信息不对称会造成理财利益的不对称,因在理财委托前的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风险称为“逆向选择”,在理财委托后的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

风险被称为“道德风险”。参见:叶林、黄爱学《论商业银行理财业务中的信息披露义务》,《法治论坛》2010年第1期,第114页。
美国、苏格兰等国对豁免重大过失条款效力持否定态度,而英国1952年《信托法》将信托受托人承担责任的情形限定为“故意违反信托的行

为”,可以看作其对豁免重大过失法律责任的肯定。参见:朱圆《论信托免责条款的法律效力》,《法学》2019年第9期,第47-48页。
张新宝《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研究》,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466-467页。
汪怡安、楼建波《信托受托人免责条款效力探析———美国法的立场及其启示》,《盛京法律评论》2020年第1辑,知识产权出版社2020年版,
第107页。
肖百灵《论信托文件中免责条款的效力———美国法的经验和国法的借鉴》,《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第56页。



法解释、制定司法指导性文件以及发布指导性案例,可以直接、有效地弥补信托立法之不足,改变信托司法的

混乱状况却是可期的。
通过发布司法解释、司法解释性文件对信托与合同的关系、信义义务的标准等进行解释,再对受托人、委

托人过错所需承担的责任、免责条款的效力等问题进行补充、明确,以司法解释在司法裁判中不容置喙的地

位与作用对信托审判的理念与认识进行塑造。同时,发布信托纠纷指导性案例①。指导性案例作为“准法

源”,是最高人民法院从制定法中引申和间接获得的具有弱规范拘束力的裁判依据②。目前,最高人民法院

发布的信托纠纷指导性案例数量很少。指导性案例不仅从内容上对信托与合同,信义义务与合同诚信、合同

义务的区分作出示范与指引,在审判技巧上也引领法院去学习,减少法官错判误判。

2.提升法院审判专业性

信托法律关系复杂,厘清相似概念困难,且时常与股权、资产证券化、投融资、知识产权等结合运用,受托

人是否遵守信义义务更成为信托案件中的最大难点。因此,有必要引入专家辅助人制度。在审查受托人的

信托财产投资行为是否谨慎有效、是否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是否为受益人最大利益进行投资时,拥有投融

资专业知识的专家能够对投资的组合管理、财务报表、投资表现等进行评估与分析,为法官心证的形成夯实

根基。虽然我国专家辅助人制度在资格认定、参诉地位、意见效力等方面存在争议,但在司法实务中,专家辅

助人的意见已经被大部分法官作为证据采纳、采信③。相信通过对专家辅助人必须出庭的规定、双方意见质

询的保障与完善,法官在“有限采用规则”④(limitedadmissibilityrule)基础上,对专家意见的可采性进行判

断,对于提升信托审判的专业性,增强司法识别能力,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三)释法说理推动信义观念的司法强化

裁判文书是整个司法审判与法官素养的最终呈现,也是改善信义规范适用“弱势”的关键之处。通过加

强和规范裁判文书的释法说理,可以推动信义观念的司法强化,助力信托审判思维的养成和深化。

1.依据交易习惯与通行学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法发〔2018〕10号)(以下简称《意见》)
强调释法说理的操作不仅要合法,亦要合理,第七条提出在没有最相类似的法律规定情形下,法官可以依据

习惯作出裁判;第十二条指出交易惯例、通行学术观点⑤等可作为论据论证裁判理由。
此处以审慎投资义务为例,探讨如何通过在释法说理中引入交易习惯和通行学说以增强审判人员的信

义观念。审慎投资义务作为受托人谨慎义务的关键内容,是信义义务在信托投资领域的具体展开,甚至是现

代营业信托中受托人的核心义务之一⑥。因此,审判人员对于审慎投资义务的认识,在本质上是对信义义务

的理解与把握。审慎投资义务的重点是“高度谨慎”的认定标准,但《信托法》对此仅有原则性规定,导致审判

人员对案件信义义务的认识易出偏差,成为阻碍审判实务认定的重要因素⑦。作为信托实践中奉行的、具有

普遍适用性的投资标准,审慎投资人标准属于交易习惯中的行业惯例⑧。同时,该学说也成为包括我国在内

的不少国家认定审慎投资义务的通行学说⑨。目前该标准也被《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采
纳,但内容尚须完善。审判人员可引入此标准,结合案件事实论证说理,厘清案件难点,夯实心证根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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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法发〔2010〕51号)第7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类似案例时

应当参照。
雷磊《指导性案例法源地位再反思》,《中国法学》2015年第1期,第286页。
李学军、朱梦妮《专家辅助人制度研析》,《法学家》2015年第1期,第158页。
“有限采用规则”是指某些言词或实物证据只能为某个限定的目的而被采纳为证据。
法学通行学说是描述并合法化一种被学界普遍接受且能够反复指导法律实践的法学理论。参见:姜涛《认真对待法学通说》,《中外法学》

2011年第5期,第933页。
姚朝兵《美国信托法中的谨慎投资人规则研究》,南京大学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第47页。
刘雪丽《论我国信托受托人的审慎投资义务》,华东师范大学2021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8页。
“交易习惯”可以划分为行业惯例以及当事人双方经常使用的习惯做法,“行业惯例”是“交易习惯”的一种类型而已。参见:王冠玺、卢志强

《我国民事交易习惯司法适用及司法解释的困境与重构》,《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6期,第213-215页。
陶伟腾《信义义务的一般理论研究》,华东政法大学2020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11页。



此,便实现了信义义务的审慎投资义务的成功落地,推动了信义观念的司法强化。

2.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如前所述,审判人员对信义观念缺乏足够的文化心理支撑,成为《信托法》信义规范适用“弱势”的原因之

一。事实上,我国存在能够与信义观相衔接的传统文化。其一,我国不乏刘备“白帝城托孤”等体现信义关

系、蕴含信义义务的历史事件。其二,我国的传统诚信与信义义务具有相似内核。传统“诚信”通常与“道义”
并举,强调“见利思义”、“先义后利”,即在义利关系中,“信义”相较于“利益”具有优先性①。信义义务的“禁
止利益冲突”和“最佳利益”原则与传统诚信意涵不谋而合,传统诚信为信义观念“软着陆”提供了可能性。

信托发展历程彰显出道德诚信向法律诚信转变的过程。为在当代司法裁判中实现信义观念的“软着

陆”,应在释法说理中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诚信观念。《意见》与《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法〔2021〕21号)中均提出了裁判文书释法说理需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诚信原则是对传统诚信观的时代发展和现代改造。虽然“契约诚信”对于

经济交易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但是处于“加速拐弯”式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不能全盘学习建构在理性主义基础

上的西方“契约诚信”文化,否则容易催生极端个人主义倾向,导致市场工具理性的泛滥②。应以科学理性的

态度挖掘传统诚信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实现“重义轻利”与“义利统一”的价值整合,
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诚信原则具有新时代内涵。因此,强调在裁判文书释法说理中引入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有利于信义观念在中国法律文化体系中形成良好继受的内核,也有助于加强法官对信

托本质、立法目的与精神的理解,增强信义观念的司法强化,改善合同审判思维固化的现状。
四 结语

实证表明,当前我国信托纠纷司法判决中存在《合同法》优先适用、无理适用及替代适用的严峻情势,难
以释放《信托法》应有的法律效用,信义义务的特殊性质也未能得到彰显,致使信托机制运作不畅、屡陷困境。
相似概念的混淆、法律本身的缺陷、审判思维的桎梏以及内生动力的缺失,共同导致了《信托法》在当前司法

实践中的尴尬局面。可以说,《信托法》在司法实践中的“弱势”是对其落地中国20年来法律功效的部分否

定。因为立法目的不只在于规范法律关系,更要落实在司法适用中。究其根本,是在信托制度的法律移植过

程中,对信义义务粗放对待所致。信义义务作为信义关系的核心,也是信托制度的灵魂所在。事实上,对信

义义务的移植,要关注其背后支撑它发展运行的制度,在本土挖掘适合其发展的土壤,厘清概念分界、完善条

文规范。残缺、单薄的信义义务,无法支撑起信托法律制度的健康运行。总的来说,《信托法》司法适用“弱
势”困境警示我们,在对外来规则进行继受时,不能全盘搬运,不能否定核心,更不能粗暴地追求简单化与功

利性。基于此,对信义义务进行精细化、严格化规范是信托制度落地生根并切实发挥效用的必要基础,司法

识别的强化是方法论上的合理保障,而信义观念的弘扬与深入人心则是信托长远发展的核心内蕴所在。只

有将立法、司法、信义观念三位一体共同推进,《信托法》的弱势地位方能得以修正,信托制度方能顺利完成本

土化进程,成为我国人民实现财富增值与传承需要的可靠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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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林杰《中国传统诚信文化的现代性转化》,《伦理学研究》2016年第3期,第30-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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